年谊世好忆亚老
林北丽
柳亚子先生，生于1887年，卒于1958年。他经历了清朝政府、辛亥革命、军阀割据、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等历史时期。他是一个革命者，他以他的诗词鼓吹革命，坚持进步，为祖国推翻黑暗统治，迎接东方曙光作出了不懈的努力。我和亚老是两代交情。今年，适值亚老诞生一百周年之际，祖国正走向“四化”，海峡两岸的距离日益缩短，我以一个年逾古稀的晚辈，缅怀年谊世好的亚老，抚今追昔，心潮难平。

柳亚子先生于1909年和陈巢南（去病）、高旭在反对清政府的旗帜下创建南社，并主持社务多年。南社社员由开始的十七人逐渐发展到一千一百多人，遍布东南各省市。我的父亲林寒碧（亮奇）、母亲徐小淑（蕴华）、姨母徐寄尘（自华）和亚老一样，都是同盟会会员，又先后参加南社。南社以文学倡导革命，是一个革命文学团体。社员以诗为友，结为革命同志。在这个时期，亚老和我的父、母、姨母经常互有酬唱，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可称一代风流人物。

我和亚老于抗战初期相识在京沪线火车上。1937年我和庚白结为伉俪。庚白也是一个革命者，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，平时以诗词自遣，他的大部分诗篇，以改革政治和反映民间疾苦为内容，有史诗的价值。庚白也是早年参加同盟会，后是南社社员，他比亚老小十岁，两人意气相投，便成莫逆。亚老在《怀旧集》中曾写道：“民十七以还，庚白与我过从最密”。

抗战军兴，庚白方任立法委员，我随庚白西迁重庆。庚白后来因反对国民党统治者的投降路线，遂于1941年12月偕妻女飞往香港，和亚老、彭老（泽民）等民主人士商讨国事，计划创建中国诗学会，并准备和南洋某华侨巨商合作，创办报馆，发抒自己政见，鼓吹抗战到底。未几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亚老从香港转道回国，庚白不幸在九龙罹难，我也右臂中弹，住九龙光华医院治疗。伤愈后，我携女儿间道回国，在韶关迭接亚老书信，殷勤邀我赴桂林居住，我抵桂林后，亚老除为我的生计奔波外，还应我之请，为庚白撰写家传。亚老喜誉庚白写的诗，说庚白的诗“理想瑰奇，魄力雄厚……”（见《怀旧集》）嗣后，亚老自告奋勇整理庚白遗稿，编撰装帧，有的甚至亲笔抄誊。全国解放后，亚老来信说，正设法将庚白诗稿付梓。以后因他长期患病，未能实现。1958年亚老谢世，我从他在北京的寓所捧回已整理好的庚白诗稿十七卷，见字字清晰，行行整齐，有的还加以评注，亚老这种酷爱诗篇，珍视友情的品格，实在令人感动。每当我翻阅庚白遗稿，瞻仰亚老手迹，总会勾起我对亚老的无限敬仰和深深怀念。

亚老和我父辈交游很久，年令长我二十九岁，无疑是我的长辈。但他非常谦虚，不肯以长者自居，坚持要和我兄妹相称。记得桂林相聚，适值亚老五十七寿诞，我和田汉、熊佛西等百余人在嘉川菜馆小集，庆祝亚老寿辰。席间亚老口口声声称我“淞妹”，非常亲切。嗣后，他一直像长兄那样关怀我，1943年曾寄来律诗，诗中有“明知春水风吹皱，应念慈闱鬓渐华。销得鬼雄丘首恨，期卿结伴驾云车”的句子，足见亚老对我的关切。

亚老和我在桂林重逢后，不仅在生活上关心我，在诗文方面也更多地给我教诲。这一时期，亚老经常和我在一起谈论诗词，当他看到了我写的一些旧体词，曾十分赞赏，并在《怀旧集》中撰文介绍，同时又勉励我努力钻研苏联欧美各国文学作品，兼及政治社会各科，嘱咐我切勿满足于做一个旧体诗人，应该有更多的造诣。1944年桂林沦陷前夕，我不得不和亚老分手，为了生活，我又去了昆明，但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，从未间断。

全国解放后，亚老初次回沪，即到我家欢聚，为我写诗多首，其中有两首七绝——《一九五○年十月都门南返，重晤淞妹于歇浦，写此留念，不日又将北驾矣》，诗云：

秣陵车上初相识，香岛重逢又一秋。

最忆漓江江上见，我髯如戟汝风流。

杜陵兄妹亦因缘，八步同车平乐连。

颠沛流离都过了，陈抟今见堕驴年。

诗句追忆忘年初交，喜庆劫后重逢，读后备感亲切。不意1958年亚老溘然长逝，从此我失掉了一位良师益友，能不悲痛！以后，我长期从事科学管理工作，逐渐疏于韵律，有负亚老厚望。值此亚老百年诞辰之际，往事历历，浮想联翩，草撰点滴旧事，以资纪念。

注：作者父亲林寒碧、母徐小淑夫妇，俱为南社社友。作者本人，柳亚子视为女弟子。
